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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赋权：女性农民工的主体建构研究

孔海娥

（江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 流动作为一种赋权，使得流向城市的农村女性成功“脱域”和“脱序”。女性农

民工的流动过程是一个资源累积与能动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赋权过程，通过多维资本

的累积与能动性的发挥，女性实现了经济、社会与自我层面的全面赋权，完成了个体身份的

转型与主体性的重构，建构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主意识的、能够自由选择和实现自我价值

的主体形象。女性从被建构的“女人”“打工妹”和“乡下人”转变为“独立女性”“老板”和“城

里人”，突破了父权制、二元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束缚与桎梏的同时，实现了对自我的建

构。研究发现，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复杂性的特点，女性主体性的建

构经历了被动适应到主动反抗，再到无意识合谋的过程，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

醒是女性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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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

社会秩序的保证、社会活力的张扬是“以人民为中心”治理念下社会治理工作的结果呈现。女性主体

性的建构在关注个体需求、促进社会包容性、增强社会参与[1]、改善社会福祉、激发社会创新方面发挥

作用，为社会秩序的保证、社会活力的张扬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大范

围、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一直持续了四十余年。年轻的女性是这场流动的重要主

体，她们在结束学业后便投入到外出务工的大潮中，将成长的关键时期交付给流动的城市生活，实践

着流动的人生之旅。外出务工对于年轻女性而言意义重大，流动将其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环

境中，在创造经济收入的同时，更为她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以往的乡村社会，她更多的是作

为一种生命的‘客体’而存在，主要依循于男权秩序而生活，被塑造、被决定是一种常态，到城市语境

中各种形塑和替代的男权力量开始式微，城市的各种阻滞性力量又迫使其开始反观和建构一个真实

的自我”[2]，在获得更大的权力空间后，女性“能获得控制外在的人力、资金和知识等资源的能力，由此

带来内在能力的增长、自信以及观念的转变”[3]。

在社会流动和破除男权的背景下，认识和把握农村女性主体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现代女

权主义认为女性必须立足于自己真实的经验，在尊重每一个人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基础上建构自

己的主体性。生命史的研究方法符合这一要求，该方法关注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轨迹和发展的深刻

影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视为更大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产物，为理解个体生命历程的多维度和动

态性提供了有利的视角[4]。本文关注的是一位外出务工的女性在务工及创业中通过反复赋权建构其

主体性的生命史，试图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揭示女性主体建构复杂而多维的进程，为理解女性农

民工乃至更广泛女性群体的主体性提供新思考。

本文案例源自笔者对一位名叫阿燕的外出务工女性长期的、持续的和深入的观察。访谈主要有

5 个时间点，即 2007 年 1-2 月初次见面、同年 7-8 月她在乡间待产期间、2011 年 11 月她在 FYD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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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019年 10月以及 2023年 4月。日常我们还通过QQ、微信等社交软件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工作，以

此观察阿燕身上所展现的强大的个体能动性。通过观察使我相信“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

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5]这是一个“把自我和生

活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创作，去发明和创造自我”的过程，“是作为主体的自我生长、展开、最后完成主

体自我、实践主体‘存在’的过程”[6]。

一、文献综述

关于“主体性”最早源于哲学家的思考，关注的是自我以及自我的形成[7]。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的

研究主要有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性的研究、“主体-实践”范式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研究及“流动”

赋权视角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三个视角。

第一，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性的研究。西蒙·波伏娃认为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是次要的，是

“他者”，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女性要成为拥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体[8]，凯特·米利特强调男性主导的

社会结构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必须通过社会结构的变革来实现女性主体性的建构[9]，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女性的主体性受到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需要通过社会和经

济的变革来解放妇女。Crenshaw提出“交叉性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性受到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

身份的交叉影响[10]。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是一种表演，是社会建构的结

果，强调主体的多样性与流动性[11]。20世纪 80年代，福柯关于主体被知识结构与权力机制建构的思

想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关注，认为规训权力技术、知识-权力机制以及性机制是建构女性主体的深层

机制[12]。Susan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有被建构的主体与具有建构能力的主体两个方面[13]。西方女性

主义探讨了女性主体建构的结构性困境和多元路径，并希望建构一个独立的、具有自主意识的、能够

自由选择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主体形象。

第二，“主体-实践”范式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研究。社会科学家强调将主体性问题放在实际

经验中加以检验，以实践为支撑，构成我们对于自身处遇的重要感受、经验和续写个人历史的能力[14]，

主体-实践范式关注行动者主体及其日常生活实践来研究行动者以及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行动策略、

行动目标及行动后果，强调个体并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15]，对农民工的研究出现“日

常生活实践的社会学研究转向”[16]。最早从实践角度对女性农民工主体性的研究遵循的是结构主义

的视角，认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性农民工面临着阶级、性别及城市制度的多重压制，而后的一些研

究强调女性并非只是被动的“受压迫者”，打工妹以“尖叫”的消极抗争表明主体性的存在[17]；打工妹既

是“经验的创造者”，也是“反抗的能动者”，性别、种族、族群、民族性等成为工人多元主体性的维度[18]。

随后对女性主体性的研究从生产领域跨越到更为广阔的主体社会建构过程，“话语策略”强调打工妹

采用个人微观策略和城市发生接触和互动，以获得生存和发展[19]，“身体策略”认为打工妹通过对身体

资本的挖掘、借用和改造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和适应城市生活[20]，“消费策略”认为尽管女性在

生产领域被建构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生产主体”，但在消费领域渴望再造为更自由、平等、有价值、

受尊重的“消费主体”，女性可以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的主体存在，而形塑这种主体的是消费主义和

男权制度的合谋[21]，劳动对女性的主体建构意义重大，它是一套实施影响的自我转换机制，是具有多

重意义的转换平台[22]。另有研究发现那些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女性农民工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并能

在主体意识的激发下，自主、能动地做出行为选择，意识觉醒与人力资本得到提升[4]。有学者从“认

知”和“资源”两个层面将“90 后”打工女性的主体性分为消极性主体、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7]。

第三，“流动”赋权视角下的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早期学者们强调流动经历是获得城市现代性

的过程[23]，在接受了工厂的现代化培训和工作之后，城市生活的“惯习”使得个体逐渐成为现代化的个

体[24]，流动使农民工实现了“‘充权’而逐渐变得‘强大’，从而能够自我形塑、自我成长、自我掌控、自我

超越、自我提升”[25]。在对女性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均强调流动对主体性建构的积极影响，它

是摆脱传统生活而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途径[26]，流动可以“作为改变自己命运”“作为自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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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作为间歇”[27]而改变女性的生命进程，流动为农村女性成功实现空间上的“脱域”和传统秩序

中的“脱序”创造了条件[28⁃29]，流动是农村女性打破传统家庭父权制和城乡二元体系束缚、实现自身增

权的社会过程[30]。

以上研究展现了女性主体性形成的多重困境和多元路径。尽管在构建主体性的过程中，会受到

多种结构性因素的交叉影响，但女性农民工依然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采取各种策略，以适

应城市生活并完成主体性的建构。

二、城市生存实践：流转的工作与流变的自我

埃尔德指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中，同时也

被这些时间和事件塑造着” [5]。个体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创造者。从 2003年阿燕只身一人

前往深圳成为南方都市千千万万的“打工妹”之一，到 2013年她利用前期累积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

和经济资本在深圳开了第一家服装店，成为繁华都市里的“小老板”，及至 2023年，阿燕已在广东购置

两套房产，并因此落户而成为真正的“城里人”，阿燕在一份份流转的工作中实现了自我的华丽“蜕

变”。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实践运作的空间，而阿燕正是在城市的工作场域中完成了主体的

建构。

1.小镇专卖店店长：自主适应职场生活的个体

阿燕出生于 1986年，在她两岁时父母离异，她与被称为“半仙”有些神智不清的母亲一起生活。

问及父母离异对阿燕的影响，她直言道：“其实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影响，我爸妈这种错误的婚姻，对我

的人生来说，让我经常去面对，学会独立。”破碎的原生家庭，让阿燕更为“独立”，也更少受到乡村传

统文化及家庭对其身为女人的诸多“规定”与“限制”。初中毕业后，阿燕在一所中专学习服装专业，

中专毕业后，漂亮自信的阿燕在镇上的一家专卖店工作。“那是我们镇上的第一所专卖店，很正规，不

能随便讨价还价，只能打折。”在这样“现代”与“先进”的场所工作，阿燕的骄傲溢于言表。最初促使

阿燕离开家乡只是缘于一张照片。“我店里有个女孩子他哥哥在深圳上班，给我们看了一张世界之窗

的照片，真的很漂亮，还有欢乐谷，非常地吸引我，我受不住诱惑就想出去。”与深圳的第一次亲密接

触便使阿燕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她下定决心要在结婚之前出去“闯一闯”。改革开放的很多年，城市

文化对于乡村文化而言形成了一种“霸权”，城市文化因其丰富多彩的形态冲击着落后、封闭、保守的

乡土文化。在农民工脱离‘生于斯养于斯’的乡村来到城市的行为逻辑中，体现了一种个体的主体性

和自我意识的自觉生成，而这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之一，是农民工获得发展的一场重要的社会运

动[31]。阿燕也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2.深圳商场收银员：被动接受现代企业制度“规训”的个体

21世纪的中国农村，外出打工倍受推崇，除了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是他们

走向成熟的一种“通过仪式”。2003年，阿燕拒绝了老板的强烈挽留，只身前往深圳。但都市生活并

非如阿燕所想象的那般美好，工作是使乡村女性立足城市的根本，而工作对初来乍到的阿燕来说又

异常残忍。“那时候我刚出来，就想早点找份工作稳定下来，只要能先混口饭吃就可以了。”尽管已有

所预期，但第一份工作仍给阿燕当头棒喝。“那真是魔鬼般的训练，因为不是一个很正规的商场，早上

六点半起来，到十二点去吃饭回去睡觉，然后到晚上六点钟再去上班……那真是魔鬼般的训练，我第

一天都快受不了。”进入城市生活的乡村女，必须以一种超常的速度来适应城市生活，这种训练使她

们变成具有现代性的主体—自觉接受纪律支配的工人，或楚楚动人的白领小姐，或最理想的现代主

体[32]。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监控和规训，打工妹们被训练得“驯服而有用”，凭此她们才可以获得在城市

生存下去的工资。由于这份工作与阿燕“做服装”的梦想距离遥远，有着清晰规划的她毅然地换了

一份卖衣服的工作，但“讨价还价”的销售模式让她心生厌恶随后离职。第二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

辈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外出前对城市生活及未来有了一定的规划和憧憬，其流动不再盲

目，大多态度积极、目标明确，想要脱离农村、背离农民身份的意图更为强烈，因而当现实与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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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时，会很快地推倒重来，少有犹豫。这一时期的阿燕是城市生活中典型的“他者”，是“由于各

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失去话语权，产生自卑感，形成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33]的“他

者”，为了生存，她们努力学习新技能，被动地接受改造以适应现代企业和城市生活。

3.大型商场的销售员：积极接受现代企业制度“培训”的个体

辞掉工作的阿燕辗转到了一家大型商场卖衣服，尽管同样是卖衣服，但这次，她却有了完全不同

的体验。阿燕数次用同样一句话谈及这次转变：“我觉得进天虹完全改变了我，甚至改变了我的一

生。”阿燕在天虹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资源，她的潜能在这里得到了更大发挥。“天虹”是

深圳的一家大型购物商场，这种大型商场与其之前工作过的专卖店及地摊式的销售完全不同，她数

次强调她销售的是“国际品牌”奥菲曼，目标客户是职业女性、白领，有学者对酒店服务人员的研究发

现，工人建构自我认同时有“借声望”的倾向[34]，销售着“国际品牌”的阿燕，面对着“白领”的客户，自身

也产生出一种“高级感”。新公司不仅仅关注销售额，也非常关注员工个人的发展。“我觉得在天虹上

班，好像实现了自我价值一样。我理解了服装的概念，那些服装设计师可以给我很多灵感，……每次

回公司，都要做笔记，讲服装，讲造型，化妆，比如说今年流行什么妆，还有什么鞋，从国外回来的设计

师对我们进行培训，比如洗涤方法，流行趋势，他会教我们很多东西。”职业培训在新生员工的身份塑

造中常常扮演着强制性的规训角色，这一知识储备过程也提升了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是推动女性

自我意识觉醒和能动性的重要因素。与做收银时完全被动地接受现代管理制度的规训不同，这一次

的工作激发了阿燕对知识和学习的全部渴望与热情，她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关于“服装新概念、

设计、造型、化妆、流行趋势、洗涤方式”的全面知识，并运用这些新知识、新理念对自己进行着从外在

“身体”到内在“观念”的改造，在知识的汲取中她不知不觉地拓展着自己的发展空间，觉察着自我的

成长和蜕变。“奥菲曼会组织很多活动，介绍服装知识，让你有市场观，更有品味。我感觉自己是一边

在学习，一边在工作，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一点。”

阿燕特别提到了与一位白领客户的交往过程，她在其间不仅获得了来自这位“白领”的肯定，正

是通过这位“重要他者”的眼睛，阿燕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有一位顾客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后来衣服有些掉色，她过来找我……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坐着说，为了体现我的诚意，我给

她办了一张 VIP 卡……第二次她又过来……她大概在我手上做了十几次生意，光买衣服就买了大概

两万块钱的。后来她带过来的朋友也特别信任我……所以有时候别人这样对你说的时候，你自己感

觉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感觉好像非常成功样的。这样的事就越做越有兴趣。”

阿燕详细地叙述了与这位顾客的相识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她向我展演与建构的正是经过职业

培训后达成的“专业”的导购形象。阿燕为这位“显著的他者”贴了各种标签，“有身份的白领顾客”

“城里人”，“日本留学回来的”，正是来自这位多重“身份”的“重要他人”的积极反馈使阿燕对自己有

了全新的认知。拉康认为，主体实现对“自我”的感知必须要经过一个重要的时间段--镜像期，即

通过他者的目光我看到我自己[35]，阿燕在这位重要“他人的目光”下建构起自己的新形象，其主体性也

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以确认[36]。出色的销售能力、扎实的服装知识以及周到的专业服务使阿燕迅速

脱颖而出，再加之身材高挑，长得漂亮，2006年底在公司的年会上她被邀请做“兼职模特”而走上秀

台，成功实现了“跨界”表演。这是阿燕发生蜕变的关键期，现代企业的培训、与重要他人的互动、T台

首秀等都一步步拓展着她的发展空间，再加之持续增长的知识和收入都在不断地激发她的自主性和

创造性去探寻自我可达的边界。

4.机场奢侈品店的导购：积极主动进行“内外”改造的个体

2007年5月，阿燕怀孕了，她不得不告别喜爱的工作，回到爱人的家乡，开始了在这个完全陌生地

方的待产生活，随后与朋友在家乡开服装店失败。2010年，阿燕再次前往深圳，开始了另一次逐梦之

旅，她将仅剩的两千元钱花掉一千二百块买了一张机票。多年以后，阿燕还在感谢自己的这次奢侈

消费，让她的人生再次出现转机。在机场经过购物区的时候，阿燕没有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她

有了另外的思考。“机场工作环境很好，工资应该也非常高。我觉得我应该属于这个里面，我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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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高端人群的环境里去做事。……虽然没有接触过手表行业，但是我很有自信……只要我肯

学就没有问题。”

正是这次几乎花掉所有积蓄的“冒险”旅程让阿燕第一次见识了机场工作环境的“高端”与“优

越”，从此她心生向往，“我每天都望向机场的方向，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去机场工作”。漂亮的

外表、得体的衣着、良好的表达能力以及浑身散发的自信使阿燕顺利地得到了这份工作。当然，从

“服装业”到“钟表业”的转变也给阿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头三天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打退堂鼓，因为

没有实习，我拆表带也不会拆……有个同事慢慢教我……后来第二、三、四个月，我都是卖了公司第

一，公司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与大型商场里的的导购相比，在机场奢侈品店工作的阿燕更是从“内”“外”两方面积极主动改造

自己。除了在单位接受全面系统的知识培训，阿燕也利用业余时间充电，她买来MP3自学英语，利用

下班时间去夜校读服装设计的大专，她更加注重外在形象，学习化妆和提升品味。“我目前所从事的

工作跟以前还是很不同，毕竟是一个奢侈品行业……我不仅仅是一名导购，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也是一个品味提升的过程……在工作方面对我们提升很多，我得到了更多，其实并不是我付出

得多。”

吉登斯认为，个体可以依据其个人经历形成对自我的反思性理解，阿燕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反

思”能力的行动者。“其实在天虹的时候工资没多少，还累得要命，每逢工作日从早上到晚的加班，连

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这边就不一样，我们每天上七个小时的班，从来就不用加班……那待遇方

面就更不用说了。工作的环境当然更没得说，我们见到的都是商务人士，比较有身份，打工的非常

少，这种高端商品他们基本上是不会买的。”“固定的工作时间、没有加班、良好的环境、高端的商品、

品味”是这一段经历中她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消费可以用来“包装”自身，是完成身份建构的一道不可

逾越的程序，但通过为“消费奢侈品的成功人士”提供服务，借助于客户的“高端性”同样也可以提升

自己的声望。在深圳务工的第七个年头，阿燕已经不自觉地将在奢侈品店工作的自己与其他“打工

者”区隔开来。不菲的收入、得体的衣着、精致的妆容，丰富的奢侈品知识，阿燕从外在形象、内在知

识以及修养品味上不断改造自己以与“奢侈品”导购这一身份相契合。“现在我经常会买香奈儿香水，

……慢慢的提高自己的品味，低档的我也不会去看。”戴维 •斯沃茨认为，个体可以通过特殊的文化品

味、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等，实现新职业、阶层和群体的划分[37]。

新工作提供的旅游休闲机会也让阿燕产生全新的体验，她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份工

作已经不再仅仅要求你会“销售”，也要学会“休闲”，这是普通打工者无法想象的“福利”。凡勃伦在

《有闲阶级论》里指出，有闲阶级可以通过炫耀式消费和休闲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38]。“每年有一次

旅游的机会，比如去年云南，今年泰国，这是一般打工者无法想象的福利。在这里做事觉得人很舒

服，他不仅考虑你的销售，还会考虑你的娱乐休息……”2011年，当她还在FYD工作时，她对自己的

未来也有一些规划：“其实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规划。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永远都

不要安于现状的……虽然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我从来就没有轻视过自己，我所从事的工作累积就是

我一生的财富……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料，我不怕输。”

女性的主体性，是女性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一种肯定，是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

觉能动性，是能够把自己视为主、把外物视为客的力量呈现[39]。阿燕的这段话，极好地呈现了作为完

整主体的她对于自身力量与能力的一种肯定，她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并有着很强地执行力去实现

目标，而在人力、文化以及经济资本的累积中她对自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能够树立目标勇往直前。

5.深圳服装店“老板”：充分发挥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

在女性主义看来，要摆脱“他者“和”他性”的状态，女性就要像超越性主体一样以创造性的设计

构造自己的未来，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解放或达到完善[40]。 在十余年努力地累积各种资本后，阿燕

终于开始创造性地构造自己的未来。阿燕安心在 FYD 工作了 3年，在那里她获得了几乎所有的荣

誉，华南区销售冠军、员工形象代言人，在公司要将她升级为区域经理时，她放弃了。她坦言只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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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个岗位去磨练自己，她一直在为她的梦想准备着。“我去夜校读了服装设计，每天来回坐地铁四

个小时，上班八个小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之后考了个大专文凭。”教育是女性积累文化资本

打破阶层壁垒实现地位流动的重要方式，阿燕为此时刻做着准备。

经过二十年的职场磨炼，阿燕贪婪允吸着各类知识累积着各种经验，如今，她已拥有 6家服装店

和两套房产。在朋友圈里可见的是她的新店开张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尚炫目的穿搭，以及下班后

带着员工们享受着繁华都市的夜生活。而对于已经拥有6家分店、50余名员工的阿燕来说，管理也并

不是一件难事。“管理这个东西真实来说的话，我也很感谢FYD，因为他们经常有各种培训课，包括我

现在的排班表、销售报表、财务报表这些都是在那里学到的，然后自己慢慢摸索。”2014年，阿燕在第

一家店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2015年，她利用开店两年的收入，在惠州买了个小别墅，可以说是打工

妹在城市通过创业实现梦想的赢家。对于成功，阿燕也进行了总结，那就是有要“清晰明确的目标，

不要太迷茫”，“对于自己的梦想，愿意花心思去努力实现”。在笔者最后一次见到阿燕的时候，她已

完全由十几年前那个“乡下姑娘”成为了“时尚精致”的都市女性。自主创业时期的阿燕，是将其前期

累积的各类资本投身创业实践的时期，她利用流动实现了经济、社会以及自我赋权，冲破了结构性对

她身为一个“乡下女”的重重桎梏，建构了一个独立的、拥有自主意识的、能够自由选择和实现自我价

值的女性主体形象。

在对阿燕工作创业生命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正是在不同工作场域中发展空间的拓展以及累

积的各类资源，促使她实现了主体的建构和身份的转型。“乡下人”“打工妹”如同悬在阿燕头顶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她用十余年的时间利用不断累积的人力、文化以及经济资本拓展着发展空间为自己

赋权，跨越了身为“打工妹”的阶层桎梏，打破了作为“乡下人”的二元社会结构对其的束缚，真正地成

为了一个“城里的”“女性”“老板”。对阿燕 20年的打工创业史的研究，“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描绘出一

种‘自我形象’，而是基于自我建构出一种超越自我的‘集体表象’”[6]。在阿燕的身上，看到的是千千

万万如阿燕一样的“乡下女”如何通过工作建立起与城市的连接，如何不断拓展发展的空间和累积资

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一幅中国经济的腾飞史与打工人的奋斗史跃然纸上。

三、流动中的赋权机制：资本累积与能动性的交互促进

Kabeer的“资源−能动性−成果”理论指出，女性通过将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外在资源内化

为自身增权的动力[41]，阐述了其如何通过外在资源的内化来增强自身权力并实现积极的成果。本文

将基于阿燕的流动经历来探讨其如何通过人力、文化与经济资本的累积以及自身能动性的作用，实

现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最终完成个体身份的转型与主体身份的重塑。

1.资源累积维度：多维资本的构建

资源累积是赋权历程的起点，女性从乡村去往城市，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一个

在流动中逐步累积多维资源与建构多元资本的过程。在人力资本方面，城市作为知识与技能的汇聚

地，为女性提供了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多元化的学习机会，显著提升了其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正

是得益于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阿燕凭借个人的能动性，将它们有效转化为自身的专业技能

与管理能力，这些能力构成了她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为其后续发展与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文化资本方面，城市的多元文化激发了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促进了其文化素养与专业能力的提升，

重塑的形象也使其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挑战传统性别角色，使阿燕可以自主地做出创业的决定，实现

从“打工妹”到“老板”的跨越。经济资本方面，城市就业带来的稳定收入不仅提升了女性的经济独立

性，更为其后续的自我投资奠定了物质基础，无论是读夜校、创业还是购房都是基于阿燕有了独立的

经济能力基础之上做出的决策。

2.能动性维度：资源内化为自我增权的动力

能动性作为资源转化为赋权成效的催化剂，深刻影响着女性农民工的自我增权。在此过程中，

女性自身的能动性不仅推动着其对人力、文化和经济资本的持续追求，还通过资源的内化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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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她们的能动性，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就经济能动性而言，阿燕通过积极

投身于工作中不断累积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这一过程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她的能动性，促使她

在工作中展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社会能动性则主要体现在职

业生涯及日常生活中不断拓展其社交范围，对于阿燕而言，同事乃至顾客都成为了她新的社交资源，

加之个人形象的重塑，极大地提升了她的自信心与创造力，也进一步促进了其能动性的发挥。

3.成果维度：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的实现

成果是资源累积与能动性发挥的最终体现。正是通过在流动过程中人力、文化与经济资本的累

积与能动性的发挥，女性农民工实现了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经济赋权体现在女性农民工通过提

升经济收入增强了话语权和决策权，比如阿燕的创业和购房是在累积了一定的经济与人力资本后自

己做出的决策。社会赋权主要体现在通过构建社交网络、积累文化资本等方式挑战了传统性别角色

的刻板印象，在工作中阿燕是专业的导购员，在创业时期她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女老板”，不断拓展自

己的影响力。自我赋权则体现在，阿燕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接触各类新观念、新思想，一步步实现自我

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认知的改变，并在能动性的推动下最终促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女性农民工的流动过程是一个资源累积与能动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赋权过程。女性在初入

城市时面临着父权制、二元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等多重束缚，也正是利用流动的机会，借助于资源的

累积和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她们不断挑战和突破这些既有的结构，在实践中挑战并重塑了传统的性

别角色与城乡身份，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微妙变化。

四、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与路径

在对阿燕 20年城市务工创业生命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女性在流动中实现了赋权，也建构了自

身的主体性，这一过程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反抗，再到无意识合谋的复杂而深刻的全过程，而经

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是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

1.女性主体建构的过程：被动适应−主动反抗−无意识合谋

面对工作节奏加快、文化差异显著的城市生活，女性在流动之初通常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通过

调整作息、学习新技能、遵守职场规则等方式累积各类资本，为主体性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做着

种种准备。随着城市生活的深入，农村女性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她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现状，而是

试图通过教育提升、品味塑造、职业进阶等多维努力，反抗社会给她们贴上的“打工妹”“乡下人”等标

签，在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下试图打破社会对其固有的认知与刻板印象，在主动寻求改变

中实现从“他者”到“自我”的蜕变。当农村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成功跨越社会阶层、实现身份跃迁后，

她们面临着新的社会定位与角色选择。一方面，女性渴望彻底摆脱旧有标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另

一方面，在摆脱阶层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与父权制的压迫中，她们又无意识地与现有的结构性压迫

“合谋”，将其它的“打工人”视为“他者”，与已实现阶层跨越的自己“区隔”开来，从而再生产了这种社

会结构。

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动态性、过程性、复杂性的多维进程，而非遵循从被动顺应到主动抗

争，最终陷入无意识共谋的简单线性轨迹。这一过程深嵌于社会变迁的洪流、文化冲突的激荡以及

个人成长的轨迹之中，展现出女性如何在社会结构的框架内探寻自我认同，同时又在权力与压迫的

夹缝中奋力争取自主与解放的生动图景。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形成的那种既微妙又复杂的张

力，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女性主体身份的构建，本质上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的一次次质疑

与重塑，也是女性不断发掘并实现自我潜能的过程。

2.女性主体建构的路径：经济独立−教育提升−自我觉醒

农村女性流动到城市后，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是其实现女性主体建构的核心维

度，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女性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独立是基石，为女性提供了摆脱传统束缚、自主决策的物质基础。工作是女性从农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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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完成其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场域，城市多样的就业机会使女性能够平等的进入就业市场，使之

实现了从维持生计到经济自足乃至财富积累的跨越，更为其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也为其追求继续教育、职业规划等高层次发展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并激发了其潜能的发挥。

教育提升是女性主体性深化的关键驱动力。女性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各类职业培训与继续

教育中，不仅累积了知识拓展了思维，更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深刻变革。教育赋予了女性批判性思考

与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她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明确个人发展需求，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了价值

观念、人生目标乃至世界观，而这为主体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自我意识觉醒是经济独立与教育提升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女性在经济独立带来的自由空间与

教育提升激发的深层思考下，开始主动探索自我、审视自我，明确个人需求与愿望，采取积极行动追

求自我实现。这一过程不仅是女性主体性地位确立的鲜明标志，更象征着女性从传统的被动适应向

积极创造、自我主导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女性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

与释放。

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体建构的

完整框架，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女性个体成长的内在逻辑，也反映了社会变迁对女性地位与角色的

深远影响。当然，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除上述三者外，还涉及社会

参与、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但基于本研究的个案，暂未对其他方面展开论述。

五、结论与反思

女性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建构、建构又合谋再建构的复杂过程。农村女性因受性别、户籍、地域等

影响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文化所塑造和限制，进而被建构出一个“乡下打工妹”的边缘化、弱势的群

体形象，但作为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个体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制度、他人和社会对自己身份的规定，她

们通过被动适应、主动反抗等不断挑战这些既定的身份，积极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但农村女性的主

体建构却并不仅在于此，一旦实现身份的跨越，在追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她又无意识地与现有的结

构性压迫“合谋”，从而再生产了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复杂性，是“一种相互交织、 相
互缠绕、此消彼长、纷繁多变的‘非线性状态’”[42]。

女性能够借助城市中积累的多元化资源，通过发挥个人能动性，将这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文

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自我赋权，从而完成个体身份的转型与主体身份的重塑。

经济独立、教育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是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

本研究仅提供了一位女性农民工务工创业的生命叙事，研究样本较为单一，从其间可以窥见宏

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动态、全面的影响，但个体可以凭借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

造性，捕捉并利用社会变迁中的机遇，挑战并挣脱既有社会结构的束缚，实现自我身份与主体性的重

构。在这一过程中，虽不可避免地再次嵌入并再生产了某些社会结构，却也凸显了人类行为与社会

结构之间双向互动、相互塑造的深刻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融合城乡发展，这无疑为女性

农民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相信在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农民工不仅仅是城市

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更是能够自信追求经济独立与自我价值的个体。随着城乡融合的持续深化，千

千万万如阿燕般的女性农民工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乘风破浪、贡献力量，促进社会的整

体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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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Empowerment： A Study on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KONG Hai’e

Abstract Mobility，as a form of empowerment， enables rural women migrating to cities to achieve 
“disembedding”from their original rural contexts and “disentanglement”from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The 

mobility process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constitutes an empowerment dynamic where resource accu⁃
mulation and agency interact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s and the exercise of agency，women achieve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evels， accompli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
jectivity. They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subject image， with autonomous awareness， capable of freely 
choosing and realizing self-value. Women transition from being constructed as“ women”，“factory girls”，
and“ country folk” to“ independent women”，“bosses”，and “city dwellers”，breaking free from the con⁃
straints and shackles of patriarchy， binary social structures， and class hierarchy while also constructing 
their own self-ident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s， processuality， and complexity.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undergoes a process 
from passive adaptation to active resistance， and then to unconscious complicity. Economic indepen⁃
dence，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and the awakening of self-awareness emerge as the main path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mobility empowerment； female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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